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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淺談台灣工會運動

早年國民黨藉由積極介入與主導含國、公營企業在內的大型企業之工會組織，

進行勞工控制；輔以長達 28 年戒嚴體制1的實施，期間凍結所有發動聚眾集會、

結社、遊行請願、怠工、罷工之權利。因而長期以來，工會被納入黨國控制體制

的一環，淪為國家內部「行政上的手臂」(李允傑 1999)。1984 年，一群知識份子

組成了「勞工法律支援會」(簡稱「勞支會」)，開始承辦勞資爭議業務。至於工

人的集體行動，要等到 1987 年解嚴後。

台灣工人對解嚴的直接反應要遲到 1987 年 8月 5日(解嚴後三週)才第一次

出現於遠化工會。這一天遠化工會以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的形式宣布了兩項台

灣勞工史上史無前例的舉措：設立罷工基金和組織兄弟工會2。雖然這兩項宣

稱並沒有成功的實現，它們對於台灣工運的發展有很大的象徵性意義。它們

顯示了台灣工人頭一回思考罷工的可能性並為其做準備，並企圖打破企業工

會的框架，匯聚其他的工會成為一運動(趙剛 1996:132)。

除了知識份子的介入之外，解嚴前另一項促成工運的因素是 1984 年的勞基法

通過(何明修 2008)。在美國政府基於貿易保護傾向的施壓下，台灣的國民政府主

動對於工人的工資、工時、加班費、工傷補償等基本勞動條件加以立法規範，該

項法律施行快滿五年後，以要求落實勞基法依法休假、要求調薪、要求年終獎金、

追討積欠多年的加班費之名，開啟了工人集體經濟鬥爭的濫觴。

工會由籌組到成立過程中不斷的「衝突」--勞方與資方、勞方與國家機器。

基層勞工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創造者，但在經濟成果的分配及政治權利的參與

上，一直是扮演弱勢團體的角色。自主工會的成立與發展，無疑地成為基層

勞工學習如何運用集體的力量來改變其弱勢處境的一個社會過程(夏林清

1993:212)。

一、1987-1989 短暫工潮

因應著政治解嚴後的放鬆管制氣氛，1988 年春以降連續兩年，台灣迸發爭

取」加班費、調薪、年終獎金等之鬥爭潮，當時有超過 100 個以上的自主工會3，

1 戒嚴時期自 1959 年 5 月 20 日至 1987 年 7 月 15 日凌晨解除戒嚴止。
2兄弟工會事實上是由一些工會幹部所構成的非正式網絡，但形式上卻有現代正式組織的權利義

務等規章。它的運作完全以羅美文為軸心；羅美文事實上扮演了兄的角色，而其他工會的幹部則

是弟。…以兄弟帖這樣的古老的文化來進行工運的團結。它有九個會員工會，其中有五個屬於化

纖業。台灣勞工史上頭一次出現「同情性罷工」(sympathy strike)這個想法即在兄弟工會。趙

剛 1995:136。
3 台灣自主工會運動史 20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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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南北跨廠串聯組織了兄弟工會、自主工會聯盟(以下簡稱”自主工聯”)、台灣工

聯會等獨立工會組織，挑戰「全總」的代表性。根據張茂桂(1989)的調查，1980
年至 1987 年之間台灣沒有任何一件集體性的勞資爭議，但是自 1987 年底到 1988
年春，為了年終獎金、加班費、集體休假問題就發生了 32 起的怠工事件(張茂桂

1989:62)。藉由一些雜誌報導與媒體傳播，校園中學生運動團體也開始關注底層

弱勢人民的處境，後來喊出「南工北學4」之口號。

面對群起雲集的工潮，官資在第一時間驚愕與不知所措後，很快就回神過來反

手壓制。因而發生諸如 1987 年南亞工會幹部顏坤泉被開除、1988 年苗栗客運罷

工因政府協助調撥替代性公車而失敗、1989 年出動鎮暴警察破壞當時的工運龍

頭遠化工會之罷工等事件。司法也成為整肅異議工人的手段，發生多起工會幹部

被調廠甚至開除的案例。據統計，在遠化罷工案之後，全台有超過 200 名工會幹

部被解雇或起訴，全數集中在私有企業部門5。

這一波的抗爭往往是工人爭取既有法律賦與的、但是資方卻未能遵守的權利，

因此也稱之為「順法抗爭」，其代表作為二法一案大遊行6。除了爭取應有的待遇

之外，順法鬥爭的第二道戰線即是組織真正屬於勞工的工會(何明修 2008)。早在

1980 年代中期，張曉春創造了「閹雞工會」一詞(何明修 2006)，諷諭工會有如

空耗糧食靜待宰殺的閹雞；與之相對的名詞為「自主工會」，成為台灣進步工運

份子共同的認同與自稱。這裡的「自主」，指涉的是勞工相對於國家與資方的自

主性(邱花妹 1996)。

事後檢視 1989 年遠化罷工失敗的原因，學者曾指出台灣工會運動需要有更多

的草根與自發的集體行動，不可一昧追求體制化的工會運動路線 (趙剛

1996a:31)，不過這之後貫穿整個 90 年代，工會運動仍朝著順法鬥爭與參與國家

體制的方向前進。

1980 年代末，工運發動者集中在傳統製造業部門，如紡織、電子組裝、以及

關係到人貨流通的交通運輸業等等，幾個較積極向外串連的工會幹部所屬工會為

主。然而面對擁有高度政經資源的資方，體制化工運之政治實力是高度受限的；

加上大多數私營企業為中小企業的產業特性，客觀上限縮了工會的規模與影響

4 此為學生運動中被認為比較左翼ㄧ脈的民主學生運動聯盟( 簡稱「民學聯」 )的主張，提出「工

學聯合」，主要指以高雄為重心的南部之工運，與以台北政治中心為影響核心的學運。
5 吳乃德，廖錦桂，「帝國大反擊：解雇工會幹部、勞資關係法、和階級衝突」，發表於勞動市場

與勞資關係研討會(中央研究員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1 年)。轉引自劉華真 2008:196。
6 針對工會法、勞基法以及苗栗客運事件，台灣工運界共同在 1988 年 11 月 12 日動員了大約 3000

名勞工在台灣街頭示威遊行，此遊行成為 1990 年代工人立法行動委會(簡稱「工委會」)每年舉

辦勞工秋鬥遊行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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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面對私營企業部門之組織遭到官資聯手鎮壓以及對工會幹部司法纏訟7的威

脅，部份有識者開始將關注的組織重點轉移到居於產業中上游的國公營企業。

二、1990 年代反關廠與修法鬥爭

隨著政府部門試圖推動勞動三法的修改以弱化及瓦解既有的工會組織，台灣工

會運動從早期的個別工廠層次的順法鬥爭，轉向全國層次的修法抗爭(何明修

2008)。「勞陣」、「工委會」與勞動人權協會(簡稱「勞權會」)等以知識份子為主

導、呈現不同意識形態光譜、且未來十餘年將影響台灣工會運動走向的勞工團

體，此時已經先後躍上歷史舞台。

(一)主要團體簡介與概況

「勞陣」在幾個大型的國公營事業工會有影響力，並藉之取得立案後的全國產

業總工會的主導權。其前身是 1984 年成立的「勞支會」，為最早開始接受勞工的

法律諮詢服務的組織。其目的是「試圖從法律的諮詢服務，來推動真正的階級運

動(何明修 2008)」。解嚴後，因應勞工抗爭日益蓬勃，於 1988 年 7 月 31 日改名

為「勞工運動支援會」，最後於 1992 年 5 月 1 日又改名為「台灣勞工陣線(簡稱

「勞陣」)」，此後，咸認為是民進黨新潮流系的外圍團體(趙剛 1996:128)。

「工委會」主要影響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及幾個以中國時報工會為首的大眾傳播

業工會，並於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間幾乎年年主辦秋鬥街頭遊行。催生自 1992
年的工運界共推之三法一案遊行。早年提出政黨等距的主張，後期試圖以不投票

運動、人民火大聯盟等強調草根參與的另類政治實驗來尋找草根政治實踐出路。

早期以派駐大學畢業背景的組織者進入各工會當祕書為其組訓模式，經工會歷練

過的這些幹部後來分散進入其他 NGO 部門如工傷協會、社區大學、性工作者組

織、移工組織等均發展出引人注目的成績。

勞權會為勞動黨系統之勞工團體，該系統另有勞動黨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致

力於桃竹苗地區的集體勞資爭議案件之抗爭協助與工會組織，成功組建了新竹縣

產業總工會。

此時台灣正開始解嚴後的政治重整期，隨著工潮受挫，工運行動者開始反思自

身缺乏組織經驗與經費，以及女性參與被排除在外等問題8。

7 1990 年 8 月，10 位參與遠化罷工的工運者，被以過時的「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判定

有罪，自主工聯會長曾茂興入獄。同年，顏坤泉因為協助安強十全美鞋廠關廠抗爭案判刑 1 年

10 個月。在 1991 年 5 月，法院判決苗栗客運工會幹部及工運人士，應賠償公司在罷工時期的損

失，賠償金額為 245 萬元。很明顯，這些判決都帶有秋後算帳的警告意味(何明修，2008)。
8台灣自主工會運動史 2003:6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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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修法抗爭，隨著台灣資本外移與移工的引進，工運團體也疲於處理層出不

窮的關廠歇業爭議與彈性雇用問題。全球新自由主義風潮的洗禮下，政府施行私

有化政策、精簡公務部門人事並且率先使用大量短期彈性雇用人力等等，都對就

業市場產生衝擊。公營事業部門與政府臨時雇員不得不以工會(化)的集體行動與

抗議作出自衛性質的反應。值得一提的是，1990 年代中期至末期陸續發生的東

洋針織、聯福紡織、福昌紡織、東菱電子等數起關廠抗爭中，多數是女性勞工占

多數發動的，抗爭的激烈程度遠超過工會主導的爭議行為(林立珩 1999)。

延續前一階段祭出司法迫害手段的秋後算帳，隨後整個 1990 年代，比較重要

的罷工案只有 1992 年的基隆客運案，以及 1995 年的正大尼龍案(位於台北縣新

店市)。隨著罷工行動的消失，工會幹部被迫以較溫和的方式來為會員爭取權益。

有識者認為工會與特定政黨掛勾、統獨等問題是造成台灣的工會運動無法整合起

來的最主要原因(台灣自主工會運動史 2003:128)，這兩個因素也繼續在整個十年

當中持續發酵。

(二)組織上的轉變

自主工會運動的組織也產生了部門上的變化，白領工會增加了，銀行員、公務

機關職工、教職員、國防機關雇員、醫院等等都展開了組織工會的努力與鬥爭。

尤其居於重點策略產業要地的大型公營事業工會，例如中華電信工會、台灣石油

工會等等紛紛自主化並組織了公營事業工會聯合會，提出其反對私有化政策、捍

衛會員權益的主張，取代前一階段的私營部門之場廠工會，成為受矚目的新興力

量。很遺憾的，曾經一度成為最有代表性的體制外總工會「自主工聯」，發展卻

遇到瓶頸，不得不將工會運動的主導舞台拱手讓位給國公營部門的大型工會。李

允傑(1999:159)指出：「由於資源的匱乏與聯盟內部政治理念的歧異，造成自主工

聯的力量在九零年代末趨於式微」。

各縣市廠場工會為主之自主性工會，在反對黨「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民

進黨」)執政的縣市先後組織了縣/市為範圍的產業總工會，並於 1997 年起與工運

團體合力推動「全國產業總工會籌備會」的工作，追求一個政府承認的全國性自

主總工會中心之目標，以打破素來親官方9與資方的「全總」壟斷工會全國代表

性之局面。

(三)若干檢討

長期與民進黨合作的政治結盟，到了 1990 年代中葉漸漸出現瓶頸。1994 年針

對健康保險法的立法過程，工運團體發覺工運路線須與民進黨區議會路線有所區

隔。

9此時主要指長期執政的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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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選舉開放後進入工運的新世代在政黨認同上的改變，社運政治的策

略空間也逐漸不再被民進黨壟斷。全民健保的個案讓許多工運幹部看穿他們

與民進黨之間在社會性的議題上有很大的差異(范雲 2000:207)

對於工會運動與政治的關係，范雲(2000)認為，早期工會幹部大多是受到黨外

言論的啟發，「先是政治人，後才成為階級人」。張茂桂(1989:41)則認為，解嚴初

期，對於包括勞工運動在內的台灣社會運動而言，與政治反對運動之間是相互動

員的關係。

黨外所提出來的政治批判成為 1980 年代末期工運興起的文化資源.. 反黨

國的論述正當化了工會自主化的訴求，但是自主的工會要如何定位自身的路

線仍然是一個未回答的問題(何明修 2006:77-78)。

在世紀末的台灣，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分配之兩極分化也愈見嚴重，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1995:3)曾對包含勞工運動在內的社會運動部門提出針砭，指出：

「都市房價和地產的高漲，使得薪資階級疲於奔命；資本的外移與外籍勞

工的引進，在在使得勞工階級面臨更大的困境，進而大量流入低薪與工作條

件惡化的非正式部門。可是對應著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而興起的各種社會運

動，在激情的對抗過威權政體之後，卻逐漸失去方向和活力」。

然而此時的台灣工會運動，主要力量都擺在被動性地處理惡性關廠鬥爭、抵擋

國營企業私有化、勞基法之擴大適用與彈性化、健康保險制度開辦與建立新的自

主總工會合法化等議題，並未超越前述 1987 年以降「順法鬥爭」的邏輯，雖見

到亞洲金融風暴在東南亞與韓國的戕害肆虐，卻僅抱著偏安心態慶幸台灣經濟體

系未被波及，在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下，對於「組織未組織者」

(organize the unorganized)等攸關未來工會運動存續之組織擴展上未見突破。儘管

工運的勢力與可見度已經崛起，但是基層的工會體質與工會法仍沒有改變(何明

修 2008)。

三、21 世紀政黨輪替與彈性化課題

上一世紀 80 年代末期的自主工會運動以順法鬥爭出發，在與黨國控制的閹雞

工會角力的過程中，習於與民進黨結盟，換取體制內空間，此策略以 2000 年民

進黨上台後率先承認全國產業總工會(以下簡稱「全產總」)10為其總成果，且政

治民主化也同時是自主工會運動在政治上的階段性目標。2000 年政黨輪替目標

達成，逼使工會運動必須改變既有政治策略。在以往，工運多半是與在野的民進

10 產業總工會運動依循著民進黨通往執政的道路，從地方逐步包圍中央。…最後，在政黨輪替

之後的 2000 年 9 月，全產總正式獲得了勞委會的承認，自主工運也獲得了更廣闊的體制內權力。

(何明修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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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結盟，共同對抗執政的國民黨；隨著民進黨執政後的迅速保守化，某些政策明

顯的親向資方，例如民營化與金融整併引發強烈抗議(何明修 2008)，工運團體發

現他們可以取得泛藍立委的支持，以阻止政府的某些政策。

(一)「自主」工運的失落

從 2000 年到 2008 年民進黨11執政，號稱十年自主工運成果的全國產業總工會

取得合法性，但迅即閹雞化，其理事長職位成為爭取政治酬庸的踏腳石；這毋寧

是對自主工運傳統的反諷，當初自主工運剛起家的時候，所宣揚的就是要揚棄過

去(國民)黨部控制的總工會路線，豈知全產總甫成立不久，2003 年第一次理事長

改選，便發生公然招待工會代表集體住宿陽明山的買票綁樁12，依此模式當選的

全產總理事長盧天麟，並且於 2004 年，毫無顧忌地接受民進黨徵召提名成為民

進黨不分區立委。此時的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勞委會，在自稱人權主委的陳菊主政

之下，其新潮流背景讓她比國民黨主政時期更熟悉「自主」工會運動團體的內部

運作與差異，掌握的行政資源讓民進黨一方面可以對不同政治光譜的工會運動團

體加以分化，一方面對原本親國民黨的總工會系統工會頭人招降納叛，進行兩手

統治。

顛簸中，自主性工會運動仍然得往前邁進。當甘為民進黨外圍團體的工運團體

與全產總在民進黨執政期間迅速馴化；以幾個比較有反省性的縣市「小」產總為

基礎的工會聯盟與工運團體扛起街頭抗議的大旗，試圖以有限的動員能量，擋下

勞動法令之修惡，並針對國家機器向資方傾斜的問題，提出勞動階級的批判意見。

(二)重新尋找群眾

日益走進體制內的工運也成了被馴化的工運，基層群眾是越來越少被動

員，他們的參與至多只是充當與官員談判的籌碼…台灣工運固然獲得了政策

的影響力，但是同時也逐漸與廣大勞工群眾脫離(何明修 2008:294)。

迅速讓「新執政黨」吸納的情形，驗證了學者對於台灣所謂「自主」工會運動

實質內容的質疑，即前面二十年的台灣戰後自主工運，不過是指不被國民黨、資

方控制的工會而已，並不指涉台灣存有「單一的工人階級」之認同(陳正亮

1996:3)，因而於 20 世紀末，被主流右翼代議政黨認同問題、族群問題、前國/
公營企業貴族勞工等等內部異質性，分化得魂飛魄散，勞工團體難以成就其應為

動見觀瞻之社會行動主體之力量。

11到了國民黨贏得總統大選於 2008 年恢復執政，民進黨早已經失去了黨外時期的進步性格，成

為孱弱而弊案纏身的在野黨。
12 此半公開的醜聞事件由民進黨新潮流系統主導，該系成員當時擔任勞委會主委，其機要祕書

暗中牽線促成此一集體買票綁樁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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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際範圍的一波波資本主義利潤率下降危機愈見惡化，不論白領與藍領的

勞工皆嚐到失業威脅、工資停滯甚至下修與整體勞動條件惡化的苦果。可說跨過

10 餘年的努力，台灣的勞工抗爭尚未能突破場廠的侷限，但處於最基層的場廠

工會已經普遍面臨工會會員人數下降與關廠危機的滅頂之災。整體工會運動必須

正視工會組織率下降(邱毓斌 2008:17)與勞動市場彈性化的雙重挑戰。

四、反思台韓工運的異同

與台灣同屬二次戰後出口導向的新興工業國，韓國工會運動歷經 1970 年代的

萌芽、1980 年的早發之春、1987 年民主化宣言之後的工潮擴張與 1997 年全國大

罷工，歷經前進與反挫、高潮與鎮壓、鎮壓與相繼而來的潛沉轉進，在每一個歷

史階段都明顯有進三步、退兩步的軌跡13。韓國的「民主工會運動」比起台灣當

時也正在醞釀催發的「自主工會運動」，早一步進入量變與質變的過程。

(一)台灣的工運起步較晚

對於台灣跟韓國而言，1980 年代都是特別重要的時期。只是對於台灣而言，

是戰後工會運動的醞釀與開始，對於韓國而言卻是工會運動由量變而產生質變的

關鍵 10 年。

1980 年代中期開始，台灣才開始公開出現對於官方工會體系的不滿，並且廣

泛使用「閹雞工會」一詞，諷諭全國總工會(以下簡稱「全總」)體系對於基層勞

工的權益毫無建樹的狀態14。此時，韓國從 1970 年全泰壹自焚開啟的勞工運動已

顛簸地走過了將近整二十個年頭。

(二)團結文化與階級政黨

在漢城之春的短暫民主喧騰之後，當初以電子紡織業幾個藍領工會領導的獨立

工會運動，被全斗煥上台後的鐵腕整個摧毀，工運被逼潛沉數年走向地下化，卻

也因此讓知識界與行動者就社會性質與運動方向進行了檢討。從而為 1983 年政

治控制鬆動之後乃至 1987 年捲土重來做了準備，以工業區為範圍的組織活動普

遍展開，勞動者的「團結文化」廣泛傳布，並且白領工會的組織也已經啟動。當

1987 年發動全國範圍的工人大鬥爭時，工會運動已經攻入韓國經濟體的制高點：

重化工業的財閥集團。因應著基層組織實力的增長與擴張，勞工運動也開始組織

自己的政黨。

關於組成一個真正的勞動者政黨的嘗試，韓國一直努力到 2000 年 1 月成立「民

主勞動黨」才階段性達成，至今該黨都仍在持續參與各種大小選舉戰役的參政路

線上努力中。反觀台灣，雖則自主工運中有關勞工幹部參選或組黨的嘗試亦前仆

13 詳見本書附錄四：比較韓國工會運動。
14當時ㄧ般將所有隸屬總工會的工會都歸類為親資方、政府經營的「花瓶」，不過是擺著好看(台
灣自主工會運動史 20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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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繼地進行著；並且早於 1980 年代末開始，左翼知識分子、工會幹部與中間偏

左之黨外民意代表曾經結盟組織工黨、工黨分裂後另組勞動黨等等，組成初始均

受到社會高度重視，但是在工會基層的擴展性停滯與工運內部意識形態差距導致

對主流政黨態度不統一之下，上述發生在台灣的組黨行動均在代議政治選舉中泡

沫化，對於政治部門不具備影響力。

(三)工會組織保守化課題

雖然因為起步較晚，台灣的工會運動的組織實力明顯不如韓國；然而進入 1990

年代，面對資本與國家的聯手反撲，新自由主義與先進管理方法的引進方面，卻

是一致。學者認為韓國的民主工會運動在攻上大型財閥企業的制高點後，呈現貴

族勞工的自保傾向與狹隘的經濟主義工會15特徵，忽略邊緣勞工(包括佔韓國勞動

力人口近七成的非典型雇用、婦女、移工等)的組織問題，導致韓國工會運動與

大眾的需求出現斷裂，成為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失去了社會前進的基進力

量。無獨有偶，台灣的工會運動，在民營企業工會組織率低落，國公營企業工會

以其人數優勢取得主導權之下，同樣呈現經濟主義工會、與社會基層脫節、被譏

為貴族勞工、以及對於邊緣勞工議題無所著力的狀態。

(四)相似的運動軌跡但相異的民主內涵

劉華真(2008:190)指出，台灣勞工運動無論是在強悍度、動員能力、以及勞資

爭議的集體性結構上，都不如韓國，但是兩者共享一個相類似的運動軌跡，即兩

者在某些關鍵的歷史時點都採取將制衡力量極大化的策略，將工會運動的先鋒隊

內涵轉變，在韓國是以重化工業的男性技術工，取代了勞力密集產業的女性作業

員；在台灣是以國營事業工會取代私營部門的場廠工會，導致工會運動的主要議

題、目標也因應新的先鋒部隊的利益計算而轉變，造成其他類型工人，如女性、

移工、非典型雇用、失業勞工等等的利益與關切被邊緣化。

近年來，兩邊的工會運動都意識到「利益團體」污名化的問題，並且由相對較

工會激進的勞工團體打頭陣，處理例如移工、失業勞工等邊緣勞動者的議題。在

這部分，顯然由於組織實力上的差距，韓國仍就比台灣有更明顯的成績，例如前

述的女工工會；以及民主勞總特別投入人力、物力進行移工組織等等，都是台灣

工運尚且望塵莫及的成績。

現在回顧台灣的自主工會運動，會產生所謂「自主工會運動」究竟「自主」在

何處的疑問，這可能與 1980 年代的韓國工會運動回頭檢驗 1970 年代的獨立工會

運動時，對於早期工運的運動路線產生政治上的辯論與反省類似。然而當 1980
年代中期，韓國以組織同一工業區內幾家工廠進行共同鬥爭為工會鬥爭的核心

15 與社會運動工會主義相對，指涉工會僅僅關助勞工的經濟鬥爭議題，對於更廣泛的社會運動
議題諸如環保、性別、族群等問題無所著力，因而也缺乏與社會各階層廣泛連結的擴張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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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台灣尚未開始自主工運，即便是今天，台灣的工會運動也尚無擴大組織層面

至遍地開花程度的能力。更別說「團結的文化」，這是韓國工會運動自 1980 年代

中期，重化工會加入民主工運部門後，與同一工業區內工廠相互支援所達到的標

準。台灣自主工會運動中喊出的「工人鬥陣、車拼相挺」精神，歷經 1990 年代

中葉之後的工運退潮、全民健保的開辦、勞工退休條例(俗稱「勞退新制」)的施

行之後，台灣勞動者個體化「日頭赤炎炎，個人顧性命」傾向益趨嚴重，集體性

蕩然無存。

除了上述的同與異，有一點是台灣工會運動需要引以借鏡的，便是工會內部的

民主性與相對於政黨的獨立性。過去韓國民主勞總的領導層必須做好坐牢的準

備，且不乏在談判中被基層以其立場動搖而撤換下台的先例，反觀台灣的總工會

層級卻是寡頭政治，基層對工會頭人毫無制肘之力；而且不管是產業總工會與總

工會都有理事長接受政黨酬庸的傳統，工會運動圈對此無法牽制。這背後，凸顯

台灣工會運動缺乏實質的團結文化與批判反省的能力，導致所謂自主工會傳統的

「自主」兩字需要重新檢證。

表三：戰後台灣工會運動主要事件列表

時間 成立的勞工團體 代表性爭議議題或事件 政府與政策演變

1984 勞支會 經濟自由化政策開始；勞

基法通過

1986 新玻營運出現危機，員工接管

工廠

民進黨成立；在立委及國

大選舉中，國民黨勞工團

體候選人首次敗給民進黨

1987 桃竹苗兄 弟工

會；工黨

南亞工人顏坤泉推動工會改選 解嚴；勞委會成立

1988 高雄市工聯會；

全國自主工會聯

盟成立 (12 個工

會 12000 會員。)

；勞權會；勞教

中心

第一年的年終獎金爭議潮；石

油工會改選，勞方連線獲勝（第

一個由勞工取得主導權的公營

事業工會）；中油、中石化工會

發動遊行（公營事業勞工首次

走上街頭）；苗客罷工（首次合

法罷工）；二法一案遊行

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接任

總統；勞資爭議處理法修

正（工會擁有罷工權）；台

灣首度成為資本輸出國。

1989 工黨分裂，勞動

黨成立，宣誓社

會主義主張。

第二年的年終獎金爭議潮；馬

赫俊事件；遠東化纖罷工遭瓦

解

1990 中正機場工會聯

誼會

1 月，大同工會理事長白正憲因

為爭取職工福利委員會主導

權，被公司強制資遣。

開放赴大陸投資；李登輝

繼任總統，郝柏村組閣

1991 開放移工來台；民營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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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

例修正案)開始

1992 勞支會改名勞陣

工委會成立。

基客罷工；三法一案遊行；銀

行員遊行

國會首次全面改選

1993 銀行員工會聯合

會；倉運聯成立

1994 北縣產總（第一

個縣市產總）；公

營事業工會全國

聯合會

健保抗爭

工運團體發起反金權運動，反

對提高勞保勞工分擔比。

南向政策

1995 反民營化遊行；電信工會改

選，勞方連線獲勝。

正大尼龍關廠抗爭案。

全民健保開始實施

1996 大傳聯；台灣勞

工反金權聯盟

中科院航發中心非軍職人員爭

取納入勞基法及組工會；關廠

抗爭高峰（福昌、聯福…）

1997 全產總籌委會 台北市公娼抗爭 勞基法開始擴大適用及彈

性化；亞洲金融風暴

1998 新社會之夢遊行；台機民營化

抗爭

工運人士鄭村祺及方來進

擔任北高兩市勞工局長

1999 全國教師會

2000 全產總正 式成

立；八四工時大

聯盟

工時縮短抗爭 民進黨執政；親民黨成

立；國營事業保障勞工董

事席次 1/5；

2001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

2002 教師會遊行 台灣加入 WTO；健保雙

漲；兩性工作平等法；就

業保險法；

2003 新移民團體「南

洋姐妹會 」成

立；台灣國際台

灣國際勞工協會

(TIWA)成立

全產總改選，傳出賄選招待風

波；台鐵工會罷工投票通過；

台中客運工會罷工 22 天；尊龍

客運工會罷工 36 天；移工遊行

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通過

2004 新竹產總 成立

「女工合唱團」

電信工會罷工投票通過；全產

總新任理事長接受民進黨提名

任不分區立委；RCA 自救會打

官司要求職業病賠償；宜興客

運工會罷工一個月；耀文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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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關廠罷工

2005 「青年九 五聯

盟」成立

中華電信民營化；高捷泰勞集

體抗暴行動；

過勞死問題，勞委會公布

「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統

疾病診斷認定基準」；勞退

新制實施；

2006 台塑六輕 (麥寮 )移工罷工抗

議；環亞工會罷工；

2007 「團結工聯」成

立

移工團體發動「我要休假」大

遊行

凍漲十年後，首度基本工

資調漲。

2008 抗議自由貿易港區草案欲將外

勞薪資與基本工資脫鉤；抗議

勞委會一度宣布無薪假得低於

基本工資；推動家事服務法修

法；鼎立工會罷工 86 天；

國民黨執政。

勞保年金化。

資料來源：蔡志杰、柳琬玲共同整理

五、總檢討

(一)公司認同與順法鬥爭傾向

趙剛(1996a)曾指出，工會基於順法鬥爭的行動傳統，一再強調行動的合法性，

忽視了召喚會員大眾的民主參與而形成的草根的正當性。

過分強調合法性等於邀請國家介入，藉解釋法定對社運進行干預，同時使

一般會員相信合法是一切勞工集體行動的前提(趙剛 1996a:15)。

在台灣工人的心中，普遍存有一種「與企業體同舟共濟」的共同體觀，所以罷

工、怠工等集體行動是一種不到最後關頭絕不祭出的抗爭方式。另外，自 1987
年工潮以來發生，屢見主要私營企業部門的工會幹部面臨開除至司法纏訟的問

題，一直沒有找到集體性的解決之道，讓所有場廠工會幹部看在眼裡，基於自保

心理，自設行動紅線。對於觸犯法律的恐懼，成為工會行動裹足不前的因素之一。

(二)工會內部民主課題

工會內部民主的不足，則是台灣工會界普遍存在的問題；趙剛在早期關於遠化

工運研究中指出，在一般會員的日常語言中，「遠化工會」指的並非會員整體，

而是工會幹部，甚或實體的會所(趙剛 1996a : 23)。甚且工會代表去參與開會並非

基於其作為工會代表的身分，而是基於該代表對於某位工會幹部的認同，因而工

會雖名義上為一正式組織，但實質上僅為一組包含多個私人關係網絡的組合(趙
剛 1996a: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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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台灣缺乏工匠傳統，工人缺乏可資依循的反抗文化，導致戰後第一代工會

之主要行動基礎不在於組織成效，而在於長時期形成於工作場所的勞工非正式網

絡。這種非正式網絡，挪用在地人習以為常的傳統權威以及習慣作為媒介，雖然

初期對工會的抗爭行動有所助益，但到了後期當抗爭行動標的升高的時候也出現

侷限性(趙剛 1996a )。類似的問題也存在於跨廠的工運團體或體制內總工會上，

早期兄弟工會已經被學者直指其事實上是工會領袖的結合，而非工會的集合(趙
剛 1996:137)。工會寡頭、而且往往是數十年如一日的「同一個」工會領袖，長

期壟斷某一工會的發言位置與代表性的情形，普遍在於工會當中。

針對工會成為專擅於少數工會幹部的私人關係網絡這點，吳昱賢(1997:145)提
出反駁，認為工會作為資本主義工廠中的工人組織，工會的構成本身就決定了其

必然超越社會網絡的特質，至少它是法律所認可的勞資之間談判組織。雖然工會

內部存在著種種幹部/會員、男/女性、年資深/淺之差異，但也因為差異之存在讓

工人更需要一個穩定的權利集結中心—工會，作為落實勞資之間差異的權利意識

之機制。

當然上述說法有其道理，只是工會的力量會因應勞資狀態變化而有進退，當工

會組織力不足以克服內部差異性，導致其不成為一個整體的時候，工人的內部差

異性，諸如工員/職員、男工/女工、年資深/年資淺、本國籍/外國籍等等，就成為

工會內部團結的障礙。尤其是工廠中同時存在著這麼多的內部異質性，當集體反

抗行動發生時，通常資方會以關閉工廠作為恫嚇，則對於不同群體成員參與行動

的堅持度就發生動搖。即使未發生集體反抗行動的平時，不同條件的群體也容易

成為資方分而治之的手段；例如在夏林清(1993：111)的案例研究中，指出老手與

新手彼此利用的利益矛盾關係，視彼此為獲取個人利益的潛在機會。遠化罷工

中，積極站在罷工第一線的工人，主要是年輕、沒有家庭經濟壓力與年資包袱的

未婚女工與工會資深幹部；相對的中老年工人大都因為擔憂一旦被開除則家中失

去經濟支柱以及年資損失而裹足不前(夏林清 2003:257)。

(三)階級意識與抵抗命題

階級意識意指對於自身社會位置的理性判斷，預設了當工人洞察資本主義的危

機、理解到自己的真正利益，便可能真正成為改變世界的政治主體。由於歷史經

驗，台灣之工會運動第一代普遍經歷過國民黨長期執政的戒嚴體制時期，普遍具

有反國民黨、支持黨外民主運動的傳統。范雲(2000)的研究指出，台灣工運的領

導性格，在經歷解嚴與反威權的過程中，首先是成為政治人，其次才是階級人；

甚至階級意識是工會幹部在反抗行動下的結果，而不是原因。講得直白些，反國

民黨的政治態度，往往是早期第一代工會幹部起而行動的觸發點。張聖琳

(1989:41) 針對新埔地區的個案研究中，指出對於農村地區的在地工人而言，地

方上既有的客家意識與人際網絡，對於大型工廠中工會幹部建立地方角頭式的權

威象徵、在地方派系夾縫中結合工會組織，以及結合黨外勢力等事情上，有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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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瀾的作用。

對此，夏林清(2003)根據她對於遠化罷工的觀察，有更精確的表述，她曾指出，

「反國民黨的政治態度是一股輔助性的支持工人罷工動的力量(頁 256)」。輔助

性也者，意指反國民黨的政治態度使得許多男性工人決定支持罷工，因為官/資
作法與工人所知覺的國民黨之專斷行為一致；但是這些男性工人大都是站在罷工

線之外旁觀，並未積極站上罷工線參與罷工。

工人在抗爭的集體行動中更進一步的凝聚了對工人階級與工會組織的集體

意識；集體行動與集體認同是在罷工的社會場域中辯證地發展著的(夏林清

2003:276)。

趙剛(1996:115-150)觀察台灣第一代的積極工會運動幹部，認為工會行動中經

驗到法律與社會政治現實的落差與矛盾，是工會幹部日後漸趨激進化的主要原

因，行動中踢到支配結構的鐵板，才回過頭來反省到自己的社會位置，進而提升

了階級或工運意識。因而，雖則台灣的工人沒有公共生活的習慣與傳統，往往是

依賴知識分子行動者與工人行動者的結合16，作為台灣工人進入公共領域的重要

步驟，但工人並非透過外來知識分子提升其階級認識；相反的是經過自身的行動

來提升其階級認識。

雖則雇傭關係中的勞工可以藉由集體行動的過程，瞭解到屬於「勞動階級」的

共同利益，也認同以集體的行動，去追求共同利益。勞動力作為商品的特殊性，

是勞動力不可儲存，一旦失業，此勞動力失去了賣出的管道，無法兌換成貨幣，

則難以到商品市場中交換生活用品；但與此同時，未消耗的勞動力並不能如電力

儲存於電池般暫存於人體中，人的身體仍然持續有進食的需求。因而工人參與集

體行動要克服的問題，首先是對於失業的恐懼；尤其對於個別勞工而言，飯碗的

重要具有現實壓迫性。

但是，集體行動值得參與的前提是，要讓個別工人認知到此集體方式可以保障

到個人的安全，當政府或資方不至於處罰全廠的員工，當這種行動的途徑不會威

脅到個人的利益，而行動的結果又確實增加個人的生活資源 (張聖琳

1989:51-55)。然而，集體力量亦具有兩面性，針對第一代自主工會行動者的研究

也指出，資方對於工會幹部的打壓會激起工人群眾彼此保護的危機意識，且讓工

人看到集體力量對於公司政策與制度改善的影響，因而資方的壓制可以成為團結

工人力量的重要促力(王琴心 1994:50)。我們在華隆頭份廠看到的例子是，2001
的野貓式罷工中，工人的行動卻因為缺乏明確領導者而失敗，自此廠內工人的異

16此由頭份廠工會中資深幹部喜談勞支會時期幾位到訪過的知識分子以及工運人士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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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聲音轉為沉寂，勞動條件亦年復一年益趨惡化。資方的壓制，不僅未能因為同

仇敵愾引發工人集體反抗行動，反倒使工人個別地看清「日頭赤炎炎，個人顧性

命」的社會現實，更加個體化地尋求自保之道。

故以下，我將開始討論本書的主角，華隆頭份廠產業工會，在怎樣的基礎上加

入了台灣自主工會運動的社群，卻又在怎樣的主客觀條件限制下，不僅保障會員

權益的基本功能無法達成，工會幹部尚且在會員眼中成為出賣勞工權益的共犯。


